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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风险下的中国妇女福利: 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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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社会风险给中国家庭尤其是女性带来更大的挑战: 劳动力市场化与家庭照顾需求增多加剧工

作 － 家庭平衡矛盾，福利供给模式变化导致女性社会保障不足等。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借鉴福利国家应对新社会

风险的实践经验和我国平衡工作 － 家庭之间冲突的历史经验，转变妇女福利从女性的基本权利到劳动力市场投

资的发展理念，提出适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趋势、满足妇女发展需求、推动男女平等的妇女福利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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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角色与家庭机构和功能的转变，劳动

力市场的变化，使得新世纪的中国家庭尤其是

女性面临 新 的 风 险，其 发 展 面 临 更 大 的 挑 战:

一方面，人 口 老 龄 化、育 儿 精 细 化 需 要 更 多 的

时间、精力投入到家庭照顾，而劳动力市场、职

业发展需 要 更 高 的 工 作 效 率 和 更 多 的 时 间 投

入，工作 － 家 庭 冲 突 问 题 更 加 凸 显，使 得 兼 顾

家庭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 另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深化以及中立的社会保障

制度，家庭模式的改变，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

原有的单 位 /工 作 保 障 减 少，使 得 在 劳 动 力 市

场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获取保障的能力更差，

不利于她 们 分 享 社 会 发 展 成 果。这 就 需 要 我

们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社会、家庭密切合

作，共谋男女平等、社会发展大计。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新社会风险是指 1970 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国

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由于社会结构变迁而出现新

的社会需要，它包括劳动力市场变化带来的结构

性失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子女抚养和老

人护理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带来的风险，因超出福

利国家风险范围而进行福利改革政策所引起的

新的社会风险。朱利亚诺·博诺里( Giuliano Bo-

noli) 将“新社会风险”分为三类: 不断增加的工作

量与传统的家庭责任之间矛盾的激化; 劳动力市

场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使得知识型社会中低技能

工人随时可能遭遇到失业和贫穷陷阱; 职业生涯

中断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不足［1］。

传统的福利保障的是和市场经济运行相关的

风险，比如养老、工伤等，目的是促进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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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双方都能从社会保障中获益，核心群体是有稳

定就业和连续就业的工人，其实是以男性为主的，

所以，面临新社会风险的主要群体是女性，尤其是

有家庭照顾负担无法平衡工作 － 家庭矛盾冲突而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对她们的挑战主要集中

于三个方面，一是新型劳动力市场需要终身学习，

个人发展与职业发展都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投入更

多，但同时家庭育儿精细化、人口老龄化又加重了

家庭照顾负担等，使得工作 －家庭的冲突越来越激

化; 二是性别平等使得女性对职业发展带来的社会

地位与自我认同的追求越来越高，男女平等不断推

进，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

上更加主动，更注重自我发展，与传统性别角色定

位的矛盾深化; 三是女性因家庭照顾责任而中断职

业导致的社会保障不足。

经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化以及福利国家的

改革使得新社会风险的责任越来越分散到个体

家庭及女性个人。作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照顾

责任的增加以及保姆市场求大于供的困境，都使

其需要在照料孩子与赡养老人方面投入大量时

间和精力。尤其是养育 3 岁以下婴幼儿的职业

女性，从子女照顾和发展的角度出发，一部分女

性选择暂时中断职业，专职抚养婴幼儿，甚至退

出劳动力市场，加入到失业大军行列，这使其不

仅当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还直接影响了其以

后的职业发展和对社会保障的享受; 还有一部分

女性为了协调家庭责任和工作之间的关系，选择

了不利于职业发展的兼职工作或者灵活办公的

低职、低薪工作，但大部分兼职工作收入较低、保
障较差，就低工作也使得女性的社会保障在很大

程度上被削弱。另外，女性社会地位和人力资本

的提高使其在劳动力市场占有一定的优势，妇女

对家庭的依赖性降低，离婚率和单亲母亲数量增

加，而单亲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又遭遇很多传统

的障碍，面临新的风险。应对以上挑战的核心是

化解 工 作 － 生 活 冲 突，解 决 途 径 就 是 平 衡 工

作 － 家庭之间的矛盾，其实，工作 － 生活平衡主

要是在这两个领域内时间的分配以及在两个领

域作为劳动者和照顾者责任承担的平衡，这也是

妇女福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新社会风险下中国妇女福利发展面临的

挑战

( 一) 劳动市场变化增大女性就业和职业发

展风险

就业是女性获得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中国

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业采取

国家统分统招的形式，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而

且有各种制度保障同工同酬( 当时，工资基本就是

全部收入) ，国家还为双职工家庭提供了方便易得

的家庭可支付甚至免费的公共托幼服务以及职工

食堂等，解除了妇女就业的后顾之忧。改革开放以

来，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政府和单位

提供的托幼公共服务不进而退，30 多年的独生子

女政策无形之中加重了目前中青年职工的老年人

照料负担，在家庭照料负担和劳动力市场需要之

间，妇女的就业矛盾更加凸显。

市场经济的深化给女性就业带来的挑战主

要有两个: 一个是就业权问题。职业要求提高，

但家庭照顾服务支持不足，女性就业困难增加。

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效率优先的劳动力市场，需要

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且需要劳动者投入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但女性因家庭照顾分散大量精力，

因生育造成人力资本贬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

相对弱势地位［2］。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在就

业市场的加剧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

下降，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社会保障

制度比较中立，使得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

庭不仅是家庭经济的选择，也是部分女性抵御风

险和解决性别身份认同危机的出路［3］。女性退

出劳动力市场本身就失去了福利的主要来源，而

且市场劳动收入越来越高，不参与劳动市场的女

性与参与者相比失去的更多。

另一个是收入的性别差距。全球性别差距报

告显示，2016 年我国女性收入仅为男性的 62%，

2017 年中国在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职业技术工人”与“高等教育

入学率”两个指标上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平等。

中国女性的每天工作时长为男性的 1． 09 倍，且花

在照顾家庭等无报酬工作上的时间占总劳动时间

的 44． 6%，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 18． 9%。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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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甚至高等教育女性比例高

于男性、专业技术人员女性比例也略高于男性的当

前，女性为了平衡家庭 － 工作冲突，而更多地选择

了灵活、劳动强度较小但收入也相应较低的职业。

收入存在性别差距的另一个表现是绩效工

资的差异。在 2017 年的一项涉及 13 个省市 2 万

多职工的调查中，男女职工认为同工同酬的比例

均超过 80%，管 理 者 中 同 工 同 酬 的 比 例 达 到

91%。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机关事业单位

同工同酬的比例在 90% 左右。“同工同酬”的比

例之高与收入的性别差异之大形成鲜明的对比。

透过现象看本质，事实上，同工同酬，同的是基本

工资，而目前收入的内容更加丰富，比如绩效工

资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更高，也恰恰是与劳动力市

场密切相关的这一部分工资存在明显的性别差

距。当收入不再仅仅是基本工资，而越来越多的

与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相关联时，以基本工资为

标准的同工同酬可能就不再是个问题，或者这个

问题变得不再明显，因为它已被不平等的绩效工

资淹没了，但收入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所以，

女性的就低就业、兼职与弹性就业、无酬家务劳

动尤其是家庭照顾责任，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

于相对劣势、收入较低的主要原因。
( 二) 育儿精细化、人口老龄化增加家庭照

顾需求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职工福利有相当大部

分是针对妇女的高就业而无力承担家庭照顾责

任而提供的，单位保障的体制可以为女性劳动者

提供家庭照顾，减轻她们的家庭照顾负担，比如

为职工生活提供便捷、减轻家务劳动的集体宿

舍、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设施。改革开

放以来，国家重点转向经济发展，为减轻财政负

担，弱化了公共福利的提供，甚至从很多公共服

务中退出，为在职女性提供的平衡工作 － 家庭的

福利措施也一并取消，家庭照顾责任重新转移到

家庭中的女性身上。城镇保障以就业为导向的

社会保险为主，妇女工作 － 家庭平衡面临双重压

力，市场经济甚至驱逐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农村

的社会保障在一段时间内仅有较低水平的救助

性的社会福利，而且至今依然不够完善，只有基

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生育相关的

保障和育儿相关的保障政策近乎空白，农村妇女

面临更重的家庭照顾和养育负担。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中青年女性，上有老下有

小，照料负担越来越重。一方面儿童照料需求猛

增。不仅是日常照料的精细化要求提高，养育教

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养育专业化要求越来越

高，全职工作的女性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非常

困难，从早教到各种兴趣班、学习班，家长需要全

程陪同。另一方面预期寿命的提高与健康寿命

的不同步，导致老年失能人口增多、失能时期延

长，家庭照料负担增加。自 2012 年劳动年龄人口

( 15 ～ 59 岁) 趋势掉转，减少了 345 万，而 60 岁以

上老年人增加了 891 万，2014 年，又增加了 594

万。这其中有三成甚至更多需要长期照护的失

能老者，照料需要激增。2015 年我国 80 岁及以

上人口大约 2300 万人，2035 年将超过 5000 万，

2055 年将超过 1 亿人［4］。

育儿精细化以及老年人口的大幅增加，加重

了家庭照护负担，制约了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投资

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挤出”了用于学习和

教育的精力、时间和金钱，也加大了经济活动人

口的压力。这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家庭成员外出

劳动提高家庭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又需要劳动者

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投入，增加工作时间，以弥补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带来的供给缺口，同时加大劳

动强度、提高人力资本要求，以应对不断升级的

劳动力市场需求，这在现代服务业、知识生产领

域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更常见。这些都加重

了工作 － 家庭冲突。
( 三) 福利供给模式变化凸显工作 － 家庭矛

盾冲突

工作 － 家庭冲突是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

主要原因。当经济压力较大或者社会高速发展

需要大量劳动力时，家庭往往会成为被忽视或放

弃的一方，当家庭照顾需要较多、经济压力较小、

个人职业发展期望较低时，工作、职业发展容易

被忽视，但当家庭照顾需要较多、个人职业发展

期望又高时，两者之间的矛盾就会凸显。

人口老龄化需要维持高就业，需要更多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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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进入市场，少子化、低出生率，更迫切需要成

熟的妇女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市场经

济的日益深化，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

高，工作的灵活性和可变通性却越来越差，单位

可以提供的时间和经济保障越来越少，女性需要

用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收入来换取家庭照顾的时

间，否则就会被劳动力市场淘汰。与市场经济的

发展相伴随的是婚姻越来越不稳定、不安全，家

庭的照顾、福利功能日渐衰弱，女性的家务劳动

尤其是照顾劳动得不到补偿甚至不被承认。劳

动力市场变迁和家庭稳定性下降，使女性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她们亟需在社会上求得自

身的发展、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身份; 而女性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定位也

发生变化，其职业发展需求越来越强。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了经济独立，减

少了对家庭的福利 /经济依赖。但职业女性在工

作中的投入影响了她们在家庭中作用的发挥，尤

其是照顾工作的投入减少。劳动人口中女性数

量的增加，引发儿童看护以及老年看护的社会

化，公共服务需求增加 ［5］。而现有的福利体系尤

其是公共服务没有给予积极及时的回应补充，女

性兼顾工作家庭这种多任务耦合的概率越来越

低，导致家庭决策也更倾向于市场的选择，为了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女性甚至选择退

出劳动力市场，做起全职妈妈。第三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从事非农劳动的女性因生育

中断职业的比例不断增加，并且逐年大幅升高，

女性在 1981 ～ 1990 年生育的职业中断比例为

10． 3%，1991 ～ 2000 年生育的职业中断比例为

21． 2%，2001 ～ 2010 年的这一比例为 35． 0%。社

会发展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

另一方面女性却无力平衡工作 － 家庭冲突而被

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大部分职业女性深陷劳动力

市场与家庭的矛盾之中，工作 － 家庭矛盾平衡成

为新社会风险下女性所面临的核心命题。

三、平衡工作 － 家庭冲突的国内外实践经验

质高价廉的公共服务可以让父母将工作和

育儿结合起来，丰厚的育儿津贴可以减轻家庭照

顾负担，让家庭有更强能力从市场上购买照顾服

务，从而保障育龄女性的劳动就业权，也可以更

好地保障 15 ～ 64 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现有

文献来看，国外通常将与生育相关的女性就业权

利保护作为政府实现平等就业和反歧视、家庭 －

工作平衡支持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早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就进行了婴儿照顾津贴的探索，

1950 年代双职工家庭开始大量涌现，尤其是 1970

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双职工家庭成为主流，

党和政府出台系列法律政策，减轻妇女家庭照顾

责任，使 她 们 能 够 安 心 从 事 社 会 劳 动，较 少 工

作 － 生活冲突。
( 一) 公 共 服 务 支 持 解 除 职 业 妇 女 的 后 顾

之忧

对积极参加有薪酬工作的母亲给予社会支

持，其主要体现在国家在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上

提供服务支出的水平，特别是花费在家庭主妇照

料儿童和老人上的支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主

要是采取发展多种多样的托儿组织来为双职工

家庭提供照顾支持的，尤其是企业、事业单位和

政府机关举办的托儿所、幼儿园，为了方便职工

接送子女，除了在职工居住集中的地点和办公地

点开办比较正规的托儿所、幼儿园外，还会在工

地开办临时托儿所，以减少职工送托子女往返路

程的劳顿和时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费用直接由

职工所在企业支付，少数单位不方便建托幼园所

的职工，可以将子女送往个体托儿所或幼儿园，

管理费则由职工所在工作单位报销。据北京市

统计，1949 年初有托儿所 11 处，收托儿童 340

名，到 1955 年底，托儿所、幼儿园发展到 791 处，

是 1949 年的近 72 倍，收托儿童 4 万名，是 1949

年的 117 倍［6］。这些托儿机构，对于发挥妇女的

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发挥了极大的

积极作用。

平衡有酬工作和家庭责任早在 20 世纪 60 年

代晚期就是德国关注的问题了，当时政府认同并

强调男女平等和妇女自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

党都主张增加妇女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承诺

要“平衡协调工作和家庭关系”，主张扩大公共社

会服务。法国在支持照顾儿童方面较为突出，

1999 年此方面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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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比如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方式鼓励企业建

立自己的托儿所。在英国，主要通过税收减免和

私人机构提供护理支持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在

2000 年正式注册的 63． 4 万个儿童护理机构中，

有 55%是由注册的私人儿童护理员提供的，41%

是由私人托儿所提供的［7］。

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公共育

儿服务，减轻女性育儿负担，以扩展女性潜在工

作空间，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减轻家庭育儿负担的

方式。比如，韩国政府向在工作场所建设育儿设

施的雇主提供不超过 7 亿韩元的长期低息贷款，

给予育儿中心建设和运行必要的信息、咨询及部

分开支支持等①。法国政府向工作的父母提供廉

价高质量的育儿服务，比如开放免费的保育院②。
1970 年代，瑞典通过扩大社会服务和日间护理机

构解决儿童照料问题，并实施了 6 小时工作制，

支持夫妇双方都工作的家庭，帮助妇女从母亲和

家庭主妇转变成为独立的个体。
( 二) 育儿补贴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对婴儿照顾

补贴进行了探索。1931 年劳动法规定，由社会保

险基金支付婴儿补助金，用来购买小孩十个月所

必需的物品和牛奶。1941 年陕甘宁边区规定，生

育妇女可以领取分娩津贴及小孩津贴，女工所带

小孩每月发给带乳费。太行区在 1948 年的规定

中增加了雇佣人的费用支付项目，为太行区工作

的妇女干部产前产后提供假期、粮食待遇，并且

提供麻纸 50 张，棉花 1 市斤，小米 70 斤，作为生

产及雇佣人的花费; 男干部之妻生产时则一律给

小米 50 斤，作为雇人之用［8］。为雇人提供费用，

在保障孕产妇自身权益的同时，也为婴儿享受更

好的看护提供了基本条件，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

都是难得的高水平的保障。

国外尤其是欧洲很多国家政府通过税收减

免和直接补贴来降低育儿服务的相对价格，增加

育儿服务的可及性，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法国

2004 年对有 3 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增加了育儿补

贴，Givord 和 Marbot 在 2015 年研究发现，这项改

革平均减少了家庭 50%的育儿开支，增加了女性

大约 1% 的劳动参与率。Bettendorf 等( 2015 ) 对

荷兰 2005 年改革［9］的研究显示，改革提高女性

劳动参与率 2． 3%，每周工时平均增加 1． 1 小时。

挪威政府对于找不到育儿中心的 1 ～ 2 岁儿童提

供超过 9000 美元的现金补贴。澳大利亚通过实

施育儿津贴和育儿税政策来帮助家庭减轻育儿

成本。在法国，1980 年代扩大了对公共日间护理

中心的投资，1987 年政府还提供了儿童津贴，鼓

励妇女在家照看子女，1990 年代，政府对雇用他

人照顾子女的家庭提供补助，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家庭护理。
( 三) 灵活办公时间，为家庭照顾提供支持

国外在灵活办公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

一方面是削减工时，即生育女性在一段时间内可

以每天工作，但工作较短时间。这样既避免了女

性长期远离劳动力市场，也便于其保持自身工作

技能以及重返工作岗位，对于保障女性就业权利

有较好作用。在瑞典，生育女性可以以削减 3 /4、
1 /2、1 /4 或 1 /8 正常工作时间的形式休产假( 分

别享受 3 /4、1 /2、1 /4 或 1 /8 的产假补贴) ，也可以

以削减最多 1 /4 正常工作时间的形式，休产假直

到孩子满 8 岁②。新加坡还推出了兼职计划，每

天正常工作，但每周工作时间减少; 每天工作，但

是工作更短时间; 也可以自选工作时间，如一周

工作一周休息; 也可以混合采用。

另一方面是灵活工作时间，即指除“核心”时

间外，灵活掌握上下班时间。早在 1998 年，新加

坡 Abacus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就规定，雇员可以在

7: 30 ～ 9: 30 的任意时间开始工作，在 4: 30 ～ 6: 30

的任意时间下班。这种工作方式在不增加企业

工资成本的同时，延长了工作场所的运作时间，

也为女性雇员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提供了机会，

对增强女性工作动机、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员工忠

诚度都有积极作用。

中国目前的削减工时主要针对育有未满 1

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在每天的劳动时间

内为女职工安排 1 小时哺乳时间，生育多胞胎

的，每多哺乳 1 个婴儿每天增加 1 小时哺乳时间，

哺乳时间算工作时间。为女性缓解婴幼儿照顾

与工作冲突提供了较好的支持。每天减少的劳

动时间可以分开哺乳使用，也可以晚到或早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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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间。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长，有的地方有家

长会假，比如北京市规定可以在工作时间去开家

长会，工资照发，评奖不受影响③。

四、新风险下中国妇女福利发展的应对策略

在公共领域更受重视的社会中，作为促进社

会稳定与性别关系两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妇女福

利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已有保障女性就业权的系列法规政策，但平

衡工作 － 家庭的政策措施明显不足，新社会风险

下，不仅需要转变妇女福利发展理念，还需要政

府、市场与家庭共担福利责任，将社会福利 /社会

保障纳入性别视角，制定可持续的家庭友好政

策，为妇女提供高质量而且可以负担得起的儿童

照顾服务，考虑妇女“家庭照顾”的津贴，提供家

庭照顾服务，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妇女福利［9］。
( 一) 转变妇女福利发展的理念

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忽

视了对新社会风险的保障，新社会风险除了面对

市场风险外，更多的是要满足与人口再生产密切

相关的需求，比如儿童照料。因此，需要新的社

会福利理念和制度来化解。

一是将社会福利从基本权利向人力资本投

资转变。缺乏儿童照顾设施不仅是影响母亲就

业和女性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也是人口出生率

不断下降的主要因素。应对新社会风险的平衡

工作 － 家庭矛盾冲突的妇女福利、儿童福利政

策，其实是通过扩大劳动力队伍和劳动力的可雇

佣性、提高市场效率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

率来支持经济竞争力，通过支持性的社会供给创

造社会投资，而不是补偿性的福利转移，仅仅增

加福利消费的负担［10］。因此，针对妇女尤其是家

庭中儿童养育的福利，比如为幼儿提供照顾津

贴，不仅仅是帮助家庭尤其是妇女更好地平衡工

作和家庭，使其有更充沛的精力和更高的效率投

入到全职工作中，充分发挥女性人力资本价值，

而且是政府和社会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补偿和

投资，是有利于劳动力市场有效运作的社会保障

制度的重要内容。

二是将有酬工作与非正式照顾相结合。非正

式照顾工作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或者参与度，但

是非正式照顾也是现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因

此，重置有酬工作与非正式照顾的关系，通过增加

工作生涯的弹性将有酬工作与非正式照顾结合起

来，是目前化解工作 －家庭矛盾的最有效方式。可

以与私人服务提供者合作，引入非正式看护的福利

以及正式与非正式捆绑形式的福利。
( 二)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妇女福利

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低人口出生率，使我国

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迎来

刘易斯拐点，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向

“人力资本红利”的再创造，妇女成为化解这个问

题的理想的劳动力后备库。但是质高价廉可得

的公共照顾支持或者是普惠性的育儿照料津贴

的缺乏，成为影响妇女就业的主要障碍，需要政

府帮助职工尤其是女性协调职业发展与家庭照

顾负担。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家庭政策和

性别平等问题实质是一个国民经济问题。

一方面，要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弥补妇女福利发展的短板。经济发

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

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客观实力与能力 ［11］。提高

和改善民生水平，还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提供针对女

性的公共就业服务，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保障

妇女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减少女性在就业过程

中的性别歧视，提高妇女人力资本投资，提供消

除性别歧视的雇佣保护，促进女性多渠道就业创

业，不断提高妇女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实现妇

女更高质量的就业和更充分就业，缩小收入上的

性别差距，使广大妇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 三) 国家回归: 为工作 － 家庭平衡提供支持

国家除依靠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制度

很难解决不平等和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外，还需要

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平衡社会发展与社会平等。

因此，社会政策的设计不仅要满足社会发展需

要，也要兼顾家庭需要和妇女个体发展需要。

首先，将社会政策纳入家庭视角，建立家庭友

好型政策，提供更多的家庭服务支持。家庭稳定是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它为家庭成员提供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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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顾与保护，因此，当家庭照顾功能弱化时，需要

国家与社会给予一定的支持。一方面可提供更多

的照顾补贴和灵活的工作时间与假期。时间和精

力的冲突是工作 －家庭冲突的核心，灵活的工作时

间、工作方式和更多更灵活的休假———育儿假、陪
产假以及家庭事务紧急假等可以较好地满足照顾

需求，而足够的经济支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市

场服务替代家庭照顾服务，比如可给困难职工提供

家庭照顾津贴或者补助。另一方面可提供更多的

公共服务支持，尤其是质高价廉易得的公共托幼及

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与独生子女政策，加重了核

心家庭的照料工作，职业岗位对工作效率和工作时

间的要求，需要创建更能适应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生

活中照顾儿童的形式，比如时间更长、更灵活的照

顾提供。获得照顾应该是儿童的法定权利，政府需

要整合资源强制性地组织这些照顾活动，这不仅能

满足儿童权利，也可满足双职工家庭的照顾需求。

其次，提高女性教育收益率以及人力资本投

资收益率，承认家庭照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女

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经与男性不相上下，但因为照

顾家庭而选择就低就业，降低了女性的教育收益

率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国家需要给予平等就

业政策，以充分发挥女性人力资本在社会生产中

的作用。另一方面，女性为平衡家庭照顾，成为

灵活就业、兼职就业的主体，导致其社会保障的

缺乏，国家需要承认家庭照顾的社会价值，与有

酬工作一样，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比如，将照顾

儿童的成本“社会化”，对养育儿童的母亲变相支

付和增加养老金账户基金等。
( 四) 打破男权: 平衡家庭照顾责任

家庭是福利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尤其在

非制度化福利供给中，是福利资源最重要的来

源，承担着不可或缺的福利功能，其福利角色主

要体现于老人照顾、子女养育、情感慰藉等。在

我国，家庭照顾在福利中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基础

地位和提供模式，主要由女性承担福利给予，尤

其是家庭照顾者的角色和责任绝大部分是由女

性来承担的，这些直接影响了她们在社会上从事

有偿劳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也成为女性社会参

与的障碍。缺乏有偿劳动的机会，女性也就在一

定程度上丧失了分享社会福利的权利。

新时代，广大女性追求男女平等、自我认同与

社会认同，快速进入劳动力市场，并随着受教育程

度的提高，与男性共同奋战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前

沿，当女性的活动领域不再局限于家庭，家庭照顾

责任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担就成为平衡工作 － 家

庭冲突的一个显性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

表明，经济上不活跃而陷入贫困高风险的原因，男

性主要是生病和残疾，妇女则主要是家庭责任拖

累④。因此，应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让更多的男

性参与到家庭事务中，更多地承担照顾责任，让更

多的女性尤其是母亲能从事有酬劳动，不仅为劳动

力市场作贡献，也可以减少妇女尤其单亲母亲贫

困，为社会减贫作贡献。
( 五) 社会支持: 妇女福利责任的再平衡

家庭核心化趋势使得家庭照顾功能弱化，作

为基本照护服务供给和消费的最小单元，家庭提

供照顾服务的能力不断下降，社会介入儿童照料

问题、弥补家庭照料不足成为必然。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为参与社会劳动的家

庭提供了较好的公共服务支持，尤其是托幼服务，

而且职工大部分能居住在单位附近，即使单位福利

不足，女性也可以就近很好地照顾家庭，加之当时

人均寿命相对较低，且有一定的单位福利，老年照

顾负担也较轻。改革开放以来，原本属于政府责任

的服务供给职责逐渐被转移给家庭，同时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离工作场所

较远的地方，往返交通一方面占用了很长的有效时

间，另一方面也使得单位保障功能难以实现。例如

北京，严重拥堵的交通让很多人选择了更加有时间

保障的公共交通出行，即使单位能够提供托管服

务，过度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无法携带婴儿到单

位托管，这就需要社区提供相应的照顾支持服务，

以替代家庭的部分照顾功能。

当然，用人单位的责任也不可推卸。当社会

文化倡导女性履行大部分照顾孩子的责任，并鼓

励男性发展公共领域的能力时，必然会妨碍女性

发展她们的潜能，导致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因

此，劳动力市场不仅要为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和实

现经济独立提供就业机会和途径，提供基本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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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还要在保证单位绩效的情况下，为有家

庭照顾需要的职工提供工作 － 家庭平衡支持，比

如灵活的办公方式、相对弹性的工作时间等。

注释:

① 改革始于 2005 年，具体内容包括提高育儿补贴水平

( 减少家庭育儿开支 50%，把补贴范围扩大到几种不

常见情形，在 接 下 来 的 5 年 增 加 3 倍 育 儿 公 共 开

支) ，增强低收入父母税收优惠力度等。

② 参见《SFS 2006: 442》第四到第八部分内容。

③ 参见北京市颁布实施的《关于职工参加学生家长会

可作公假处理的通知》，北京市劳资字第 311 号。

④ 参见 ONS( 2002b) NDLP: Statistical Ｒelease to Sep-

t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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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men’s Welfare under New Social Ｒisk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HUANG Guixia

(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Beijing 100730，China)

Abstract: The new social risks have brought more challenges to Chinese families，especially women． The la-
bor market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family care intensify conflicts in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Change in welfare supply patterns leads to inadequate social security for women． To response these challen-
ges，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other welfare countries’response to new social risk and the historical experi-
ence of work － family balance in China． Women welfare development strategy need to change women’s wel-
fare ideas from the basic rights of women to investment in the labor market，and to put forwar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hich could suit for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in China，meet the needs of women’s de-
velopment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Key words: new social risk; work － family balance; family care; women’s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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